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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渐进式改革次序，造成了市场价格机制和政府激

励机制的不同步性，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呈现从“做对激励”到“做对价格”的系统性转

变。 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在激励机制上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以价格改革不彻底（市场

基础性作用）和要素扭曲错配为代价；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要素价格改革深化（市场决定

性作用），可能导致以要素扭曲为基础的政府激励增长功能失效。 本文通过历史回顾提

炼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过程中价格改革与激励机制的两阶段典型事实，区分了

经济增长研究中市场扭曲与政府激励共存的纵向机制和增长模式转变的横向机制，构建

了基于市场扭曲和政府激励的经济增长模型并进行扭曲激励机制分析，提出政府介入时

市场扭曲影响产出变化方向的三种情形。 采用多源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

中存在显著稳定的正向扭曲激励效应，意味着建立在要素扭曲之上的政府激励会增加产

出，从而减少了扭曲本身带来的效率损失。 这也使扭曲对产出的不利影响或者消除扭曲

对产出的增加作用都被高估，因为消除扭曲必须面对激励机制损失。 对扭曲 － 激励 － 增

长机制的验证表明，扭曲对产出的不利影响和对 ＴＦＰ 增速的正向推动会被基于扭曲的正

激励效应矫正，扭曲激励交互可以产生额外的产出增加效应。 本文理论含义是，单独估计

要素扭曲的产出和福利成本，或者政府激励对增长的促进都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建立包含

扭曲激励机制和扭曲矫正交互的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框架。 激励机制改革的方向是，重
建符合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政府要求的现代激励方式，让政府激励在市场特定领

域发挥作用，更加侧重政府激励对可持续发展转变、新产业成长跨期收益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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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对激励”和政府推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而以要素价格市场化

形成机制改革为核心的“做对价格”是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目标，也是根治长久

以来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根本途径。 “做对价格”与“做对激励”是否有内在关

联？ 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政府激励机制产生哪些影响？ 这是研究中国

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前景不能回避的问题。 从政府推动增长模式转向市场驱动增长模式之际，要
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地方政府“积极性不足”是否有必然性？ 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回答，需
要在更深层面上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这些问题涉及到价格、激励、扭曲和错配等研究主题。 这些主题之间是否存在机制性关联？ 能

否在一个典型经济增长框架内讨论这些问题？ 本文在回顾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典型事实的

基础上，通过建立包含扭曲和激励的增长基准框架来给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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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实和逻辑

价格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张卓元，
２０１８ａ）。 梳理中国价格改革进程，可以得出以下事实：

典型事实 １：正在推进的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和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价格渐进

式改革次序（市场价格轴）。
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是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改革的交汇点。 ２０２０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要素价格市

场化”，让市场供求在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中国改革的问题导向特征出发，
我们可以认为“加快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政策提法，在问题层面上印证了要素市场定价目标尚

未实现。
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提法由来已久。 《意见》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关于要素改革的专门安排。 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是通过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推动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其实，早在 ２００５ 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提出转变增长方式重大命题时，土地、水、能源、矿产品等要

素价格过低，不反映市场供求的问题就已非常突出（张卓元，２０１８ｂ）。 但在改革开放的前 ３０ 年，要
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温桂芳，２００８）。

从转型国家视角看，１９９０ 年代苏东国家经济改革更关注“做对价格”。 世界银行、ＩＭＦ 和美国

政府主推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强调劳动力、利率和汇率“自由定

价”。① 无论是考虑中国要素领域改革的问题导向，还是按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框架，拉美和苏东

国家的价格改革都可能比中国更彻底，在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上更“正确”（吴敬琏，２０１０）。 但这些

“自由定价”改革产生的增长绩效，远逊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中国采用了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渐进式改革次序，从消费品起步、最终扩展到资源价格和

要素价格。 重大事件是 １９７９ 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１９８５ 年放开消费品价格和 １９９１ 年取消工业生

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１９９２ 年国家物价局修订中央管理价格目录时，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价格由 ７３７
种减少到 ８９ 种，一次放开近 ８８％ 。 １９９７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大多数商品和

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极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极大压缩了政

府定价范围。② 中国用 １５ 年时间完成了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张维迎，２００９）。 商品零售、农产品

收购和生产资料出厂环节的市场调节价比重，分别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３. ０％ 、５. ６％和 ０，增加到 ２０００ 年

的 ９５. ８％ 、９２. ５％和 ８７. ４％ （成致平，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版《中央定价目录》将定价项目从 １００ 项减少

到 ２０ 项，范围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类；２０２０ 年版《中央定价目录》
再度缩减政府定价项目 ３０％ 。③

２０１３ 年以前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非常明显。 在樊纲等（２０１１）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系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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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华盛顿共识”包括 １０ 方面：财政纪律、支出方向、税收改革、利率自由化、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放松外资管制、
私有化、去管制化、保护产权。 扩展版本又增加 １０ 方面：公司治理、反腐败、弹性劳动市场、ＷＴＯ 协定、金融标准化、资本账户审慎

开放、非中间汇率制度、央行独立、社会安全网和减贫目标（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通过，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 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规定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

的范围为：（一）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二）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三）自然垄断经营的商

品价格；（四）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五）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
２０２０ 版《中央定价目录》删除的价格和收费项目包括铁路、民航、港口、邮政、银行，以及食盐、代办签证服务、国家储备糖

肉交易服务、增值税税控系统产品及维护服务、学历学位认证服务和公民身份认证服务。 剩余的 ７ 类是输配电、油气管道运输、基
础交通运输、重大水利工程供水、重要邮政服务、重要专业服务、特殊药品及血液。



中，要素市场发育在五个分指数中一直得分最低。① 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开办企业”指标

中，２０１３ 年前中国几乎与伊拉克和刚果并排垫底（Ｂ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这些要素市场指标与增长奇迹

完全不能匹配。 近年来中央大力改善营商环境，但与资本形成直接相关的“信贷获得”指标 ２０１９
年得分依然最低。② 正因如此，《意见》才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机制，推动要素配置

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要素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

“做对（要素）价格”。
即使 ２０００ 年后产品市场定价已经相对完善，但如果把产品价格看作要素价格的成本加成，要素

价格不正确也很难让产品价格正确，因为非市场定价的要素价格会向产品端和服务端传导。 这样看来，
如果 ２０１３ 年以来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做对要素价格”，也会通过市场体系来实现彻底“做对价格”。

图 １ 描述了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价格改革时间轴。 与重大改革相对应，考虑到全面深化改革聚焦要

素市场改革，图 １ 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即 １９７８ 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和 ２０１３ 年启动并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

图 １　 价格轴的动态演进：从产品价格市场化到要素价格市场化

典型事实 ２：从“做对激励”到“地方积极性不足”和重塑地方政府激励（政府激励轴）。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增长体现出政府推动特征。 “做对激励”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密码，也

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原则（伊斯特利，２０１６）。 文献主要强调两种机制：以尊重地方利益为核心、
通过分税制确立的财政激励和干部选拔机制下对地方官员以 ＧＤＰ 考核为主的“晋升锦标赛”模式。
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结合，构成“中国式分权”。

激励地方政府就是发挥“地方积极性”。 新中国对地方积极性重要性的认识，从第一个五年计

划延续至今。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对政府

激励重要性的确认。 历史经验表明，发挥地方积极性必须尊重地方利益。 从 １９５０ 年统一财经开

始，历经 １９５８ 年和 １９６６ 年两轮体制下放，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包干制和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地方

利益以全部和部分剩余财政索取权的形式逐步得到制度化确认。③
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地方懒政怠政现象，意味着政府积极性不足。 例如林毅夫（２０１５）提出“（曾

经在以往高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处于不知所措甚至懈怠的状态”，④李稻葵

（２０１５）认为（增速下滑是因为）“无法调动官员积极性”，⑤钱颖一（２０１５）提出新时代必须重新定义

政府激励，高培勇和汪德华（２０１６）得出“地方积极性亟待调动”，杨瑞龙（２０１６）提出重塑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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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等制作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的五个分指数分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

场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 参见樊纲等（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和张晓晶等（２０１８）。
在 １９０ 个国家中，２０２０ 年中国全球营商环境总体排名第 ３１ 位，得分 ７７. ９ 分，比 ２０１９ 年的 ７４ 分多了 ３. ９ 分。 各个分项中

得分最低项信贷获得只有 ６０ 分，与 ２０１９ 年持平，全球排名第 ８０ 名，在 １０ 个分项中排名第二靠后。 除了信贷获得之外，其余 ９ 项

得分都较 ２０１９ 年有所增加。 详见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ａｔａ ／ ｅｘｐｌｏ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ｃｈｉｎａ。
财政包干制是给予地方包干额之外全部剩余财力索取权，分税制（实质是基于主体税种的分成制）是中央地方按比例分

享剩余财力索取权。
林毅夫：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和着力点在哪？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５０７ ／ ｃ４０５３１ － ２６９６０３２９． ｈｔｍｌ。
李稻葵：明年上半年经济有望反弹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ｇｎｊｊ ／ ２０１５１１０２ ／ ３４１４０７４． ｓｈｔｍｌ。



要重视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的积极性，①张军（２０１９）认为（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推

动经济发展的热情不如从前。②

近年来中央屡次发文调动地方积极性。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

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８〕１１７ 号），将 ２０１６ 年提出的 ２４ 项激励措施调

整增加到 ３０ 项。 ２０１９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

制”。③ 这些文件非常有针对性，可以从问题导向解读为地方积极性未能如愿。
总结近年来地方政府积极性不足、不作为的事实，是为了提出新问题。 不论未来政府激励如何

重构，传统地方政府激励制度已经失效。 这在理论上可能来自两个层面：一是经济领域的传统激励

措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新需要；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涵盖了五位一体，非经济领域大多是原有激励制

度不能涵盖的。 新激励措施的构建，可能会限制经济领域原有激励措施的有效性。 张军等（２０２０）
发现，２０１３ 年地方官员考核体系改革后，ＧＤＰ 增速弱化和环境保护强化显著影响地方政府投资行

为。 无论如何，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做对激励”而言，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原有激励制度

已经失效。 如图 ２ 的政府激励轴：

图 ２　 政府激励轴的动态演进：从“做对激励”到“地方积极性不足”
典型事实 ３：价格与激励合并———从“做对激励”到“做对价格”，和价格与激励机制下的增长

政治经济学演化。
前面分别分析了渐进式改革中的两个时间轴，即价格轴从产品价格改革到要素价格市场化改

革，和政府激励轴从有效到失效的单独动态。 尽管事实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但价格机制和激励机

制，及其对应的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增长的任何时点都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 从总量生产函数看，
要素投入、政府激励和产出增长同时发生。 这昭示了本文主题：尽管价格改革和激励改革都可以梳

理成两个独立阶段，但市场价格和政府激励时刻关联。 从理解增长模式的角度，有必要合并价格轴

和激励轴，观察不同阶段市场价格和政府激励共同演化下的潜在产出增长轨迹（图 ３）。 “经济体制

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划分，方便了两轴合并。④
图 ３ 揭示中国增长模式转变中的纵向机制与横向机制。 纵向机制中每个时点的价格机制与激励

机制同时起效，横向机制是不同阶段价格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增长效果转变。 我们将纵向机制的事实

归纳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有效激励机制以价格不完全市场化为前提，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推进（要
素）价格市场化却可能面对政府激励失效。 这对应了中国增长政治经济学的两阶段特征：经济体制改

革阶段，尽管完全“做对价格”没有实现，但“做对激励”保证了 ３０ 多年的高增长；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通
过要素市场化改革让“做对价格”逐步实现，但“做对激励”效应逐步消失。 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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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杨瑞龙：改革需要重塑动力机制，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张军：若中国经济下半程想在现有规模上更进一步，必须改变发展战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 ／ ２０１９＿０７＿１１＿

５０８９９８＿ｓ． ｓｈｔｍ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提法是“坚持全国一盘棋，

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
本文以 ２０１３ 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进行分界有微观基础支撑。 例如，金宇超等（２０１６）强调的国企反腐败，叶青等（２０１６）

强调的干部企业兼职，张军等（２０２０）强调的环保官员考核机制变化，Ｃｈｅｎ ＆ Ｋｕｎｇ（２０１９）研究的土地市场反腐败，这些文献都按照

２０１３ 年分界。



图 ３　 价格与激励：中国增长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场扭曲与政府激励共存的模式看作传统增长模式，把全面深化改革后市场决定性作用下的增长模式称为

市场增长模式。 研究重点是扭曲和激励共存的传统增长机制，并观察其对于未来增长的可能影响。

二、 文　 献

传统中国增长政治经济学文献强调政府激励推动经济增长，新文献侧重要素扭曲和错配导致

经济配置效率低下，但分析激励与扭曲关联的少见。 本文第一类文献涉及价格改革和要素配置扭

曲，第二类文献涉及政府激励和财政分权。 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研究的热点，文献浩如烟海。 典型事

实中已提到很多，现在只补充代表性文献。
（一）价格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

经济市场化改革必需推进价格改革。 １９９０ 年代转型经济学对中国渐进式市场化增长绩效的

分析，以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作为比较对象。 在林毅夫等（１９９９）的“三位一体”体制中，由低利率、
低汇率、低工资和低物价组成的宏观政策环境扭曲与价格改革密切相关。 产品价格逐步放开过程

中，价格双轨制和财政补贴保证政治阻力最小化，让改革没有输家（Ｌａ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价格扭曲带来产出损失，要素错配衡量了要素配置偏离新古典最优值所产生的生产率损失。

把中国资本和劳动错配纠正到美国水平，可以使制造业 ＴＦＰ 提高 ３０％—５０％ （Ｈｓｉｅｈ ＆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 市场化过程中扭曲程度不断下降，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至关重要（Ｚｈａｎｇ ＆ Ｔａｎ，２００７）。 国

企抓大放小改革和民营企业成长，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Ｈｓｉｅｈ ＆ Ｓｏｎｇ，２０１５）。
要素错配可以归因于市场缺陷和政府介入。 发展中国家的错配研究大多指向政策和制度约

束，如政府干预、腐败、规制、政策和关税（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７）。 要素扭曲是现实世界的常

态，只是发展中国家更严重，反事实分析指向把错配调整到基准国（例如美国）水平的潜在收益。
发展中国家的错配也是二元结构中微观主体异质性的体现（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 Ｄｕｆｌｏ，２００５）。

研究发现，发展早期的扭曲和错配可能会促进增长（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张晓晶等，２０１８），提
高出口企业国内增加值率、增加工业产出（高翔等，２０１８），也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张杰等，２０１１）、降
低创新效率和能源效率（戴魁早和刘友金，２０１６）。 政府干预可能产生总量为正的产出效果，如
１９７０ 年代的韩国和当下中国（Ｌｉｕ，２０２０）。

要素错配可以发生在产业、区域和企业层面，研究重点是测算错配的程度和影响。 国家和地区

扭曲测算一般采用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张杰等，２０１１），产业和行业扭曲采用行业统计数据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 Ｗａｌｌａｃｋ，２００４），公司和交易扭曲则采用企业数据（Ｈｓｉｅｈ ＆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 扭曲测算

呈现微观化趋势，越来越注重单位层面。
（二）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官员激励

相对于苏东激进式改革强调的“做对价格”，“做对激励”是更深层的制度因素（王永钦等，
３９１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２００７）。 财政制度改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做大市场的财政激励（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政治集权是

导致中俄转型绩效差别的关键制度因素（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财政激励和官员激励构成了

中国特有的增长政治经济学（张军，２００８）。 钱颖一（２０１７）把激励问题总结为财税激励、干部激励

和地方竞争。
发展中国家的正式制度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重要，存在“交易胜过规则”的情况（Ｈａｌｌｗａｒｄ⁃

Ｄｒｉｅｍｅｉｒ ＆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２０１５）。 在白重恩等人（Ｂ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的“特惠模式”下，有限政府生产资源必

须按照非市场方式配置，这意味着扭曲和激励有内在关联。 这一派观点还认为，大规模反腐和制度

建设后，经济增长从交易驱动转向规则驱动，原有激励机制面临挑战。
（三）基于价格改革和激励改革不同步的分析框架

要素扭曲错配文献与政府激励文献逻辑不同，在理论和实证上平行推进。 但这两类常选择相

同的实证指标，例如外资、财税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李力行等，２０１６；Ｃｈｅｎ ＆ Ｋｕｎｇ，２０１９）。 本文用

扭曲激励机制将二者结合，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解。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表现出两阶段特征，常见划分是从古典增长到现代增长（Ｈａｎｓｅｎ ＆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２；刘霞辉，２００６）、从粗放到集约 （吴敬琏，２０１０）、从模仿到创新 （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从知识扩散到新知识、从交易到规则（Ｂ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等。 张晓晶等（２０１８）发现，发展初期

推动增长的“良性扭曲”在高收入阶段可能不复存在。
本文所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要目标的要素价格市场化形

成机制对政府激励的影响。 通过回顾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纵向机制，探讨要素市场的完善对扭曲

激励机制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价格机制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做对价格”不是“做对激励”的充分条

件，理论上产生了“正确激励”建立在“错误价格”上的可能性。 图 ３ 纵向机制已经表明：经济体制

改革阶段市场虽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但有效政府激励带来了快速增长；到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可能

会出现新情况：扭曲消除、要素错配得到纠正，但传统政府增长激励消失。
周黎安（２０１８，２０２１）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合作的视角，提出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是官场（激

励）与市场（价格）双重竞争和双向嵌入形成“地方增长联盟”，①接近本文的价格与激励双重视角。
最接近是的张军和王永钦（２０１８）对中国经济从“做对激励”转向“做对价格”判断。 本文有两个扩

展：第一是分析了要素扭曲和政府激励的依存特性（纵向机制），建立了包含扭曲激励机制的增长

经济学框架并加以实证；第二是将价格机制、激励机制与中国改革动态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考察

了两个时期两种机制的动态转变（横向机制）。 在对比中理解中国增长机制，并将其置于经济体制

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对发展机制的塑造中。
可能的学术贡献有：（１）刻画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至关重要的扭曲激励机制。 有效政

府激励建立在市场扭曲基础上，政府激励可以矫正市场扭曲的影响，基于扭曲的激励机制可以

增加产出。 中国证据支持正激励效应，激励可以矫正扭曲带来的部分损失。 （２）以中国改革

过程中的典型事实为基础，建立了以扭曲激励机制为核心的增长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发现

扭曲错配研究不能忽略激励效果，激励研究则必须考虑扭曲成本。 消除要素扭曲所获得的市

场效率改进，很大程度上要以政府激励机制损失为前提。 （３）在事实和理论层面上反映了市

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有效市场与有效政府在市场价格领域的内在矛盾。 经济增长有为政府特

征的确立，恰恰以不完全市场化为前提；而要素定价机制市场化导致传统维度的政府激励有效

性不断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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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黎安（２０２１）提出地区增长联盟的缺陷是：寻租腐败，非制度化和人治，对外排他性和歧视性，放松执法和逐底竞争等。



三、 模型与假说

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发育不足和缺乏市场主体主体时，政府激励本身就具有发展市场和培育市

场主体的正向作用。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就是从做对激励的“先立”，再改掉传统体制对市场束缚

的“后破”，最终完成结构和体制的双重转型。 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弱政体特征（连基本税收都难

以收缴到位，更不用说提供公共服务）不同，中国政府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 政府推动产出增加的

宏观场景大多建立在结构收益基础上，例如在二元结构中加快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就业，获得结构配

置收益；或者让高效率市场部门更快吸收僵化企业的劳动和资本，获得体制结构收益；或者在新能

源产业初期的产品和产业补贴政策让新产业快速成长，获得跨期收益。 这些都显示出政府激励有

效。 但是这些有效激励从来都是要付出市场成本的。 发达国家的政府局限于在遇到外部冲击或重

大经济转型时，才采取政府激励对偏移或转型进行干预，适合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但中国政府激励

具有长期性和普遍性特征，更适合用增长框架进行理论化提炼，才能得出政府与市场两种配置的相

容条件和最佳组合。
本文用扭曲激励机制表征市场扭曲与政府激励的共生特征。 在错配模型中引入政府角色，让

有效政府激励以市场扭曲为代价。 模型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因为资本扭曲是要素扭曲的主体，资本

形成是中国增长的主动力（陈彦斌等，２０１５）。 与传统扭曲减少产出不同，政府介入可能会增加产

出，例如金融摩擦下的市场次优让政府介入具备最优性。 与常规错配文献研究既定资本总量下配

置扭曲对加总产生率的影响不同，本文侧重扭曲对资本总量的影响。 像错配研究一样集中于生产

面，忽略消费者行为。
（一）财政规则

政府支出 Ｇ ｔ 全部向家庭转移，需要总量 Ｔｔ 的一次性总量税支持。 预算平衡下有 Ｔｔ ＝ Ｇ ｔ，人均

形式为 τｔ ＝ ｇｔ，满足 τｔ ＞ ０。 政府支出全部以转移性支出形式进入家庭约束。 预算是一种约束政府

的规则，而非政府行为。
（二）家庭部门

家庭永续，无弹性供给 １ 单位劳动力。 忽略人口增长，Ｌｔ ＝ Ｌ０。 家庭 ｊ 供给劳动力、获取竞争性

工资率 ωｔ，凭借拥有的资产 ／资本为 ｋ ｊ
ｔ 获取回报 πｊ

ｔ，缴纳一次性总量税 τｔ 并获得政府转移性支出

ｇ ｊ
ｔ。 资本运动方程为：

ｋ ｊ
ｔ ＋１ ＝ （１ － δ）ｋ ｊ

ｔ ＋ ｉ ｊｔ
　 　 折旧率 δ 满足 ０ ＜ δ ＜ １。 假定 ｊ 家庭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为 ａ ｊ，有∫ １

０ａ ｊｄｊ ＝ １，并按 ａ ｊ 获取

利润。 ｔ 期的社会总利润为 Π ｔ，有 πｊ
ｔ ＝ ａ ｊ·Π ｔ。

ｔ 期家庭可支配收入形式为：
ｙ ｊ
ｔ ＝ ωｔ ＋ ｒｔｋ ｊ

ｔ ＋ πｊ
ｔ － τｔ ＋ ｇ ｊ

ｔ （１）
　 　 在一次性人均税收 τｔ 和转移性支出为 ｇｔ 相等的情况下，家庭净税收为零。

家庭可支配收入为 ｙ ｊ
ｔ ＝ ωｔ ＋ ｒｔｋ ｊ

ｔ ＋ πｊ
ｔ。

在外生储蓄率 ｓ 下，ｉ ｊｔ ＝ ｓｙ ｊ
ｔ，ｃｊｔ ＝ （１ － ｓ）ｙ ｊ

ｔ，家庭资源约束为 ｋ ｊ
ｔ ＋ １ － ｋ ｊ

ｔ ＝ ｙ ｊ
ｔ － δｋ ｊ

ｔ － ｃｊｔ ＝ ｓ·ｙ ｊ
ｔ － δｋ ｊ

ｔ。
（三）企业部门和政府介入

数量为 Ｍｔ 的竞争性企业按照利率 ｒｔ 和工资率 ωｔ 分别租借资本 Ｋ ｉ
ｔ 和劳动 Ｌ ｊ

ｔ 来安排生产。
生产技术具有私人投入规模报酬不变特征，单项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减。 企业面临的市场扭曲 ｚｔ
以楔子税形式进入生产函数（０ ＜ ｚｔ ＜ １），与税收 τｔ 共存，ｚｔ 是错配研究要测度的主要参数。 一次

性总税避免了私人决策扭曲，但市场扭曲 ｚｔ 存在让政府介入具备增加产出可能。 企业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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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形式，满足正且递减的边际产出和稻田条件，在市场扭曲 ｚｔ 下，ｍ 企业产出形

式为：
Ｙｍ

ｔ ＝ Ａｔ（１ － ｚｔ）（１ ＋ μｔ）（Ｋｍ
ｔ ） α（Ｌｍ

ｔ ） １－α （２）
　 　 资本份额满足 ０ ＜ α ＜ １。 μｔ 是政府在总量生产函数中的显示性角色，代表政府激励。 设定 － １
＜ μｔ ＜ １，保证人均产出为正且有限（若 μｔ ＝ １，政府介入已经能让产出翻倍）。 政府介入对产出有三

种可能影响：在边界值 μｔ ＝ ０ 上，政府介入对产出无影响；若 μｔ ＜ ０，则政府介入让产出减少（相当于

带来功能接近于 ｚｔ 的市场扭曲）；若 μｔ ＞ ０，政府介入让产出增加（产生面向私人部门的额外政府生

产性服务流，此时政府激励有效）。 μｔ 的具体值涉及到政府角色有效性，需要通过实证加以确定。
μｔ 不需要融资支持（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０），政府无论如何作为都不会影响人均支出 ｇｔ。 这往往是因为政府

作为垄断组织，缺乏外部竞争。①

在私人投入规模报酬不变特征下，人均集约形式为：
ｙｍ
ｔ ＝ Ａｔ（１ － ｚｔ）（１ ＋ μｔ）（ｋｍ

ｔ ） α （３）
　 　 人均利润形式为 πｍ

ｔ ＝ Ａｔ（１ － ｚｔ）（１ ＋ μｔ）（ｋｍ
ｔ ） α － ｒｔｋｍ

ｔ － ωｔ

同时，竞争性环境下企业利润 πｍ
ｔ ＝ ０。

（四）出清和稳态

定义如下的市场出清和稳态： 配置 ｛（ ｋｉ
ｔ， ｃｊｔ， ｉ ｊｔ ） ｊ∈［０，１］， （ Ｋｍ

ｔ ， Ｌｍ
ｔ ）ｍ∈［０，Ｍｔ］ ｝

∞
ｔ ＝ ０， 利润分布

｛（πｊ
ｔ） ｊ∈［０，１］｝∞

ｔ ＝ ０和价格路径｛ ｒｔ，ωｔ｝∞
ｔ ＝ ０满足如下条件：②

（ⅰ）给定｛πｊ
ｔ｝∞

ｔ ＝ ０和｛ ｒｔ，ωｔ｝∞
ｔ ＝ ０，配置（ｋｉ

ｔ，ｃｊｔ，ｉ ｊｔ）符合家庭 ｊ 行为；
（ⅱ）（Ｋｍ

ｔ ，Ｌｍ
ｔ ）最大化企业利润；

（ⅲ）资本和劳动市场每期出清。 意味着每期居民持有的资产综合等于企业资本存量，即
∫ Ｍｔ
０ Ｋｍ

ｔ ｄｍ ＝ Ｋ ｔ ＝ ∫ １
０ｋ ｊ

ｔｄｊ；每一期企业雇佣劳动力总量等于家庭劳动供给之和，即∫ Ｍｔ
０ Ｌｍ

ｔ ｄｉ ＝ Ｌｔ（Ｌ０）
（ⅳ）每期家庭资本收入总额等于企业利润总额。
（ⅴ）稳态为人均资本水平零深化，即 Δｋｉ

ｔ ＝ ｋ ｊ
ｔ ＋ １ － ｋ ｊ

ｔ ＝ ０。
稳态人均资本 ｋ∗符合：③

ｋ∗ ＝ ｓＡ（１ － ｚ）（１ ＋ μ）
δ( )

１
１－α

＝ ｓＡ
δ( )

１
１－α

·（（１ － ｚ）（１ ＋ μ））
１

１－α （４）

　 　 （五）扭曲激励机制

扭曲不一定形成政府激励，但有效激励必须建立在市场扭曲之上。 国外研究和中国事实（例
如樊纲等的市场化指数）揭示，市场扭曲会随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不断减轻，因此 ｚｔ 具有递减时

间路径（即市场成熟让扭曲下降）。 在成熟市场下增加边际扭曲会引起系统的再平衡成本，从而扭

曲的边际成本激增。 中国政府激励 μｔ 也有相似的时间规律，即结构性收益随着经济发展会逐步下

降，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因为发展过程中市场扭曲

和政府激励的路径相似，扭曲和治理的关系就具有了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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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个地方竞争的延伸解释是：提供额外政府生产性服务的地区有更高稳态资本回报率，可以实现更高本地增长。 一旦某

个地方政府采取额外生产性服务行为，不加入竞争的其他地区就要面对接收资本流出结果。 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理性政府，或更高

晋升概率的官员倾向于参与竞争或提供更高的生产性服务。 这就进入具有内卷特征的地方竞争性公共服务框架，让单位总体公

共服务税收成本下降，资本回报上升，但对总量公共支出没有影响。 实现竞争性公共服务框架的先决条件是税率和税收征管严格

外生于地方政府。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函数的良性特征，能够确定均衡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

稳态产出为 ｙ∗ ＝ ｓ
α

１ － α

δ
α

１ － α
·Ａ

１
１ － α（（１ － ｚ）（１ ＋ μ（ ｚ）））

１
１ － α。



假定针对代表性企业的扭曲 ｚｔ 形成的扭曲激励：
μｔ ＝ μ（ ｚｔ） （５）

　 　 定义扭曲激励效应ｄμ
ｄｚ ＝ μ′（ ｚｔ）符合以下两种情形：

① 负扭曲激励效应，如果满足 μ′（ ｚｔ） ＜ ０
② 正扭曲激励效应，如果满足 μ′（ ｚｔ） ＞ ０{ }

　 　 把（５）带入（４）可得稳态人均资本存量 ｋ∗对扭曲的一阶导数：

ｄｋ∗ ／ ｄｚ ＝ ｂ
１ － α·（（１ － ｚ）（１ ＋ μ（ ｚ）））

α
１－α·（（１ － ｚ）μ′（ ｚ） － （１ ＋ μ（ ｚ））） （６）

　 　 其中 ｂ ＝ （ ｓＡδ ）
１

１ － α ＞ ０。 一阶条件只能是：

（１ － ｚ）μ′（ ｚ） － （１ ＋ μ（ ｚ）） ＝ ０ （７）

　 　 一阶导数为零，对应 μ′Ｚ（ｇｏｌｄ） ＝ １ ＋ μ（ ｚ）
１ － ｚ 。

考虑到扭曲激励效应存在正负号变化，在资本和产出最大化处的一阶导数为正且比较有限，则
μｔ 在相对良性情形下的可能具有侧 Ｕ 型路径（如图 ４）：

此时，对应图 ４ 中 Ｚ（ｇｏｌｄ）左侧的狭小邻域，正激励中还存在一种特别强的情形：①

③ 强扭曲激励效应，如果满足 μ′（ ｚｔ） ＞ μ′ｚ（ｇｏｌｄ） ＝ １ ＋ μ（ ｚ）
１ － ｚ ＞ ０{ }

图 ４　 扭曲激励机制的可能路径

　 　 总结以上分析，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存在既定产出 ｙ 下的最优扭曲水平 ｚ。 在模型中满足关系式 μ′Ｚ（ｇｏｌｄ） ＝ １ ＋ μ（ ｚ）
１ － ｚ 。② 这回

应了张晓晶等（２０１８）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回归得出 ＴＦＰ 增长率最大化的市场化程度 ８. ３８（而不是

完全市场化对应的 １０）的结论。
第二，扭曲交互导致扭曲性质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大量市场扭曲，此时引入新扭曲未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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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二阶导数
ｄ２ｋ∗

ｄｚ２
＝ ｂ
１ －α

α
１ －α（１ － ｚ）（１ ＋μ（ｚ））

２α －１
１ －α （（１ － ｚ）μ′（ｚ） －（１ ＋μ（ｚ）））２ ＋（（１ － ｚ）（１ ＋μ（ｚ）））

α
１ －α（（１ － ｚ）μ″（ｚ） －２μ′（ｚ））[ ]中将一

阶条件（７）引入，则括号内第一项为零。 二阶导数小于零的充分条件是第二项的（（１ － ｚ）μ″（ｚ） －２μ′（ｚ））小于 ０。 化简后有
μ″（ｚ）
μ′（ｚ） ＜

２
１ － ｚ，意味着资本和产出最大化处的扭曲值满足扭曲激励效应 μ′（ｚ）为正但边际效应有限。

稳态产出最大化的扭曲条件为
ｄｙ∗
ｄｚ ＝ ｓ

α
１ － α

δ
α

１ － α
·Ａ

１
１ － α· １

１ － α（（１ － ｚ）（１ ＋ μ））
α

１ － α（１ － ｚ）μ′（ ｚ） － （１ ＋ μ（ ｚ）） ＝ ０，同式（７）。



减少产出水平。 如果政府介入可以让扭曲产生正向激励效应（μ′（ ｚ） ＞ ０），即使带来新扭曲，仍有

可能比无政府（μｔ ＝ ０）有更好产出表现。
第三，存在负扭曲激励（负激励）、正扭曲激励（正激励）和强扭曲激励（强激励）的可能，需要

分别满足 μ′（ ｚ） ＞ ０，μ′（ ｚ） ＞ ０ 和 μ′（ ｚ） ＞ μ′Ｚ（ｇｏｌｄ）。 正激励效应时扭曲增加带来有效政府激励（μｔ ＞
０），政府介入可以减少扭曲带来的产出损失，①此时单独估计扭曲损失会偏高。 强激励效应时政府

激励更有效，扭曲增加还能增加产出。 最常见的第三种可能是负激励，政府介入带来更大产出损失

（此时 μ′（ ｚｔ） ＜ ０，μｔ ＜ ０）。
第四，正激励和强激励都导致消除扭曲产生激励效应损失。 强激励时扭曲总体上促进资本形

成和产出增加，降低扭曲 ｚ 势必减少稳态人均资本存量和稳态人均产出。 正激励时降低扭曲可以

带来产出总量增长，但必须面对激励效应损失。
动态情形下，扭曲和激励会影响创新和市场进入，从而影响经济体的长期增长和福利。 若引入

比例扭曲税，把政府支出以收支平衡方式在代表性居民消费和代表性企业生产之间进行分割，并且

使用消费优化的拉姆齐框架，可能更加贴近现实。 本模型重点讨论要素扭曲影响政府激励的机制

μ（ ｚ）及其符号范围。② 本文得到：
假说：政府介入带来的增长效果取决于扭曲激励效应。 如果市场扭曲带来正向政府激励，扭曲

产出损失会通过激励效应得到弥补，正激励效应下政府激励有效；如果扭曲带来强激励，扭曲增加

带来资本和产出增加。 扭曲产生正激励和强激励的关键在于扭曲激励效应 μ′（ ｚ）的符号：μ′（ ｚ） ＞
０ 对应正激励；μ′（ ｚ） ＞ μ′Ｚ（ｇｏｌｄ）对应强激励；μ′（ ｚ） ＜ ０ 对应负激励，此时市场扭曲通过扭曲自身和政

府介入带来双重产出损失。

四、 要素扭曲与政府激励：实证框架

要素错配文献常用的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时间长度是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盖庆恩等，２０１５），不能满

足本文需要。 考虑到与政府激励制度和政府行为关联的要素价格扭曲更多具有宏观特征，本文选

择连续性较好的省级数据。 我们采用了应用广泛的指标，用两种数据衡量要素扭曲：省级层面制造

业资本错配数据和樊纲等的分省市场化指数及其变体；用两种指标研究财政激励：初次分配领域的

利用外资和再分配领域中的政府生产性偏向。 通过多源数据交叉验证稳健性。
（一）被解释变量：政府激励

１． 初次分配：利用外资

有效政府介入形成政府激励。 政府激励变量中，文献对招商引资关注多，通过招商引资可以直

接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政府生产性服务例子。 本文使用了在增长政治经济学中

应用广泛的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 用年均汇率转换成人民币，折算成 １９９７ 年基期。
２． 再分配：支出偏向

地方政府往往有特定财政支出偏向。 支出偏向是对政府支出侧重或忽视的描述，例如侧重生

产性支出（尹恒和朱虹，２０１１）和可视性公共品（吴敏和周黎安，２０１８），忽视非经济性公共物品（傅
勇，２０１０）和社会性公共品（李永友和张子楠，２０１７）。 本文选择生产性支出偏向概念，更好描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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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负向扭曲会增加投资，但不能带来产出增加（陈彦斌等，２０１５）。
篇幅所限，模型忽略了影响资本形成的常规因素和公共部门的比例税扭曲。 在更丰富的模型形式下，可以将（６）式表述

为包含其他状态变量时，政府激励导致资本存量的稳态值产生偏离或者影响投资。 此时要素扭曲与其他因素共同影响资本存量

和总产出，而扭曲本身也会表述为偏微分，意味着允许政策性要素扭曲带来总产出增加所需的政府激励效应会减少到比（６）式更

小的区间。 如果考虑资本扭曲的价格机制，则激励机制 μ 不再是扭曲影响资本数量的唯一方式，而是资本内在市场常规经济机制

的补充方式。



划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主的“生产建设财政”和中国财政支出市场化转型过程。①

（二）主解释变量：要素扭曲

１． 市场化指数。 樊纲等的市场化指数广泛用于衡量要素扭曲。 需要留意的是，市场化指数是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反向指标：市场化指数越高，扭曲程度就越低。 用市场化指数衡量扭曲有两种

方式，第一是直接用市场化指数或要素市场化指数（张晓晶等，２０１８），第二是用要素市场化指数的

相对差值构建要素扭曲指数。 本文采用了两种方式，构造了张杰等（２０１１）两个要素市场化指数度

量，即要素扭曲指数 １（（产品市场化指数 －要素市场化指数） ／产品市场化指数）和要素扭曲指数 ２
（（总体市场化指数 －要素市场化指数） ／总体市场化指数）。

２． 资本扭曲。 资本扭曲是要素扭曲的主体，特别是制造业资本错配。 本文采用了资本扭曲一般

性的定义：资本扭曲 ＝ （资本产出弹性∗总产出） ／ （资本价格∗资本存量）。 资本存量以 １９９７ 年为基

期，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 ＝ （１ － 固定资本折旧率）∗上一年的资本存量 ＋ 固定资本形成

额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１９９７ 年资本存量是当年固定资本形成额 ／ （几何平均增长率 ＋固定资本

折旧率），固定资本折旧率参考张军等（２００４）设定为 ９. ６％。 资本价格是贷款利率和资本所得税率的

加总，贷款利率是中长期（１—３ 年）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资本所得税率为［生产税净额∗（１ －劳动者

报酬占 ＧＤＰ 比重）］ ／资本存量。 资本产出弹性用面板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劳均变量对数进行Ｃ － Ｄ生

产函数估计得到，资本产出弹性为 ０. ６８８，处于可信区间内。 总产出是 １９９７ 年价格的 ＧＤＰ。②

（三）控制变量

引入实际人均 ＧＤＰ 对数表示发展水平，主要是因为扭曲与产出和产出增长的关系在不同阶段表

现不同（张晓晶等，２０１８）。 用进出口总额 ／ ＧＤＰ 衡量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形成总额 ／ ＧＤＰ 衡量投资率。
对人均利用外资对数和财政生产性偏向两个变量与人均 ＧＤＰ 对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人均 ＧＤＰ 对

数与两个激励变量正相关。 以上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西藏由于数据缺乏不包括在内。

五、 扭曲激励机制估计

（一）扭曲激励机制的线性估计③

首先估计扭曲激励效应 μ′（ ｚ）的存在性及其符号。 政府激励变量用财政生产性偏向，市场扭

曲变量用樊纲等的要素市场化指数。 直接回归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中市场化总指数、要素市场化

指数的提高，倾向于加大地方财政生产性偏向。 因为市场化指数是要素扭曲反向指标，表 １ 数据显

示市场扭曲与政府激励是负相关的：扭曲程度越深，政府激励越弱。 控制投资率和对外开放结论也

没有变。 一旦控制人均 ＧＤＰ，扭曲激励效应就会转向，在 １％水平上 μ′（ ｚ）显著为正。 表 １ 中要素

市场化指数或市场化总指数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地方财政生产性偏向降低 ０. ４ 或 ０. ９ 个百分点。
正激励效应下政府激励有效，符合模型中政府提供生产性服务（μｔ ＞ ０）的判断。 正激励效应的存

在，意味着扭曲带来有效政府激励，从而单独测算扭曲会高估产出损失。 这也意味着在特定发展水

平的政府激励（特别是再分配领域以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来度量）需要以市场扭曲为代价。④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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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７ 年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使得生产性偏向概念所涵盖的支出分类不可比，只能用插值法补齐。 其中生产性支出包括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的“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业、交通、流通部门事业费、城市维护建设支出、政策性补贴支

出”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的“农林水事务、城乡社区事务、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工商业及金融”。
中国资本产出弹性的估计值一般在 ０. ５—０. ８ 之间，例如郭庆旺和贾俊雪（２００５）估计资本份额为 ０. ６９２，张建华和王鹏

（２０１２）估计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年分省均值为 ０. ５６５。
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描述统计和很多结果的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索要。
投资率和对外开放对政府激励的影响显著、方向相反；投资率倾向于加重财政偏向，对外开放与市场化方向相同，表明对

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具有一致性。



表 １ 扭曲激励效应的直接估计：财政生产性偏向

估计方法 ＲＥ ＦＥ ＦＥ ＲＥ ＦＥ ＲＥ

要素市场

化指数

０. ９３０∗∗∗

（０. １０６）
０. ６１５∗∗∗

（０. １０６）
－ ０. ３８５∗∗∗

（０. １０９）

市场化

总指数

０. ８４４∗∗∗

（０. １３２）
０. ５９９∗∗∗

（０. １３０）
－ ０. ８７２∗∗∗

（０. １３２）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显著 显著

对外开放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投资率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常数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２. ３７ １２. ２６∗∗ ９. ８８∗ ２. ４６ １８. ３６∗∗∗ ７. ４４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２）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值及其显著性，表中回归

分别采用固定效应 ＦＥ 和随机效应 ＲＥ 估计。 （３）省份 ３０ 个，观测值 ６９０ 个。

（二）稳健性

稳健性分析采用多源数据和多种指标交叉验证，排除结果的偶然性和内生性。
１． 用外资激励和两个要素扭曲指数、资本扭曲来估计扭曲激励效应

表 ２ 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均 ＧＤＰ 之前，要素扭曲指数 １、要素扭曲指数 ２ 都与利用外资负相关。
控制人均 ＧＤＰ 之后，要素扭曲指数 ２ 的净效应显著转为正（１％水平），要素扭曲指数 １ 为正但不显

著。 对利用外资来说，要素市场相对于总体市场的扭曲程度可能更重要。 市场扭曲带来正向政府

激励，与表 １ 的财政生产性偏向衡量的正激励效应相同。 表 ２ 右侧用作者测算的资本扭曲替代市

场化指数。① 理论上采用财政支出偏向比利用外资更精确，因为政府对财政生产性偏向有更强控

制力。 在控制人均 ＧＤＰ 后，资本扭曲对财政生产性偏向的净影响显著从负值（１％水平）转向正值

（５％水平），再次验证了市场扭曲可以带来正向政府激励效应。②

表 ２ 基于要素扭曲 １、要素扭曲 ２ 和资本扭曲的扭曲激励效应

政府激励变量：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对数

政府激励变量：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对数

政府激励变量：
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

估计方法 ＲＥ ＦＥ Ｒ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要素扭曲指数 １
－ １. ２７０∗∗∗

（０. １３９）
０. １６０

（０. １０８）

要素扭曲指数 ２
－ ０. ９０９∗∗∗

（０. １４１）
０. ４２１∗∗∗

（０. １０２）

资本扭曲
－ ０. ６０８∗∗∗

（０. ０２９２）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１）

－ ２. ９５５∗∗∗

（０. ２０３）
０. ６７１∗∗

（０. ２９２）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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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还通过修改资本不变折旧率假设来重估资本扭曲的折旧规则，１９７８ 年资本折旧率设定为 ５％ ，之后每年增加 ０. １％ ，
扭曲激励效应无变化。

本文还尝试用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替代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对数，同样发现市场化总指数与外资增长显著负相关，对应正

向扭曲激励效应的判断。 引入人均 ＧＤＰ 后扭曲激励效应参数转向，参数显著性水平明显增强（从 １０％以外提高到 １％以内）。



续表 ２
政府激励变量：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对数

政府激励变量：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对数

政府激励变量：
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

估计方法 ＲＥ ＦＥ Ｒ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２. ２４ ４７. ４９∗∗∗ １. ６０ ４７. ８３∗∗∗ １０. ０９∗∗∗ ５５. １５∗∗∗ ５. ８５∗ １１. ０１∗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２）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值及其显著性，表中回归

分别采用固定效应 ＦＥ 和随机效应 ＲＥ 估计。 （３）省份 ３０ 个，观测值 ６９０ 个。 （４）偶数列控制了对外开放和投资率，常数项高度

显著。

２． μ（ ｚ）的内生性

市场价格机制和政府激励机制的共生性可能会延伸到扭曲激励机制中。 省级面板很难找到对

照组进行随机控制实验识别，我们采用了宏观发展理论中常用的基于发展数据时间序列特征的识

别策略，用解释变量的滞后 １—３ 期数据来控制内生性、避免反向因果。 表 ３ 是用滞后 １ 期解释变

量对扭曲激励机制的重新估计。 与表 １ 和表 ２ 中的当期值回归结果相比，变量符号方向和显著性

水平基本不变，正激励效应依然存在。 不论政府激励强度采用财政支出偏向还是利用外资来衡量：
在控制人均 ＧＤＰ 后，以财政生产性偏向衡量政府激励，要素扭曲指数 １ 和要素扭曲指数 ２ 的参数

值明显变小，资本扭曲的负相关消失。 对外资激励而言，要素扭曲指数 ２ 同样显示出更好的正向扭

曲激励效应。①

表 ３ 扭曲激励机制：滞后 １ 期估计

政府激励变量：财政生产性偏向 政府激励变量：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对数

估计方法 ＦＥ ＲＥ ＦＥ 估计方法 ＦＥ ＦＥ ＦＥ

要素市场化

指数（ － １）
－ ０. ２５６∗∗

（０. １１７）
要素扭曲指数 １

（ － １）
０. １３２

（０. １１４）

市场化总

指数（ － １）
－ ０. ５８３∗∗∗

（０. １６８）
要素扭曲指数 ２

（ － １）
０. ２９１∗∗

（０. １１９）
资本扭曲

（ － １）
０. ３０６

（０. ３０３）
资本扭曲

（ － １）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３）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显著 显著 显著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显著 显著 显著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９. ５１∗ ７. １７ １０. ５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４５. ６２∗∗∗ ４５. ９８∗∗∗ ５３. ３５∗∗∗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２）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值及其显著性，表中回归

分别采用固定效应 ＦＥ 和随机效应 ＲＥ 估计。 （３）省份 ３０ 个，观测值 ６６０ 个。 （４）控制了对外开放和投资率，但投资率在人均利用

外资中不显著；常数全部显著。

目前结论是：（１）验证了存在扭曲激励机制和正激励效应（μ′（ ｚ） ＞ ０）：扭曲和激励之间正反

馈，可以带来扭曲损失之外的产出增加效应，让总产出损失低于单独扭曲测算结果；（２）人均 ＧＤＰ
是影响正向扭曲激励效应估计的关键控制变量，控制人均 ＧＤＰ 后的扭曲激励效应显著为正；（３）财
政生产性偏向似乎比利用外资更适合作为政府激励度量。

正向扭曲激励效应意味着政府激励机制以市场要素扭曲为基础：强激励必伴随强扭曲，扭曲弱

则激励弱。 这验证了典型事实提到的、改革深化和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导致市场扭曲减轻，可以让有

效政府激励和积极作为参数 μｔ 降低，让产出增加少于单独测算扭曲的反事实预测。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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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还引入解释变量的滞后 ２ 期和滞后 ３ 期，财政偏向依然有更好的估计效果。



六、 扭曲激励机制转变：改革与发展

用分界和分组两种方式，评估全面深化改革对扭曲激励效应 μ′（ ｚ）的实质性影响。 分界基准

是 ２０１３ 年，①分组是用全国人均 ＧＤＰ 把 ３０ 个省份划分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② 分界分组相互

有参照性，有助于澄清改革与发展的不同影响。 张晓晶等（２０１８）和张军等（２０２０）分析都以 ２０１３
年为界，方便了结果比较。

（一）改革：２０１３ 年分界

全面深化改革是否给正激励效应带来显著影响？ 表 ４ 上部两个政府激励变量都按 ２０１３ 年分

界。 结果显示，２０１３ 年前后要素市场化指数对财政生产性偏向的响应方向和显著性没有发生明显

变化，但强度有所下降。 ２０１３ 年后要素市场化指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财政生产性偏向从 ２０１３ 年

之前的 ０. ８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以后的 ０. ４ 左右。 以利用外资衡量的政府激励受到要素扭曲指数 ２ 的

影响，控制对外开放、投资率和人均 ＧＤＰ 对数之后，扭曲激励效应在 ２０１３ 年以后变得更加显著

（１％水平），正激励效应有变强的迹象。 这样看来，２０１３ 年后再分配领域的正向扭曲激励效应强度

下降，初次分配领域的参数值和显著性水平明显提升，市场扭曲可以更快地促进外资增长。③ 全面

深化改革并没有显著扭转正激励效应。
表 ４ 扭曲激励效应估计：分界和分组

政府激励变量：财政生产性偏向 政府激励变量：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对数

分界 ２０１３ 年前 ２０１３ 年后 ２０１３ 年前 ２０１３ 年后

估计方法 ＲＥ ＲＥ ＲＥ ＦＥ Ｒ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要素市场化指数
－ ０. ７９５∗∗∗

（０. １６６）
－ ０. ８７１∗∗∗

（０. １６４）
－ ０. ３１１∗∗

（０. １２１）
－ ０. ４００∗∗∗

（０. １３０）

要素扭曲指数 ２
－ ０. ２４３∗

（０. １３４）
－ ０. １７６
（０. １３９）

０. ４２６∗∗∗

（０. １２３）
０. ４０６∗∗∗

（０. １２３）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显著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２. ６７ ６. １８ ４. ２６ ２１. ７３∗∗∗ ５. ５６ ３７. ２８∗∗∗ １６. ６２∗∗∗ ３６. ６８∗∗∗

要素市场化指数
－ ０. ４４８∗∗∗

（０. １６１）
－ ０. ４４１∗∗∗

（０. １６４）
－ ０. ２６２∗

（０. １４９）
－ ０. ２７０∗

（０. １４９）

要素扭曲指数 ２
０. １２５

（０. １４２）
０. １８８

（０. １４２）
０. ５２５∗∗∗

（０. １２７）
０. ５１４∗∗∗

（０. １２９）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７. ０２ １４. １２∗∗ ４. ４１ ４. ７３ ２. ０７ ７. ２９ ２. ３５ ２７. ９７∗∗∗

　 　 注：（１）２０１３ 年以前（１９９７—２０１３ 年）和以后（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对两个政府激励变量财政生产性偏向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水平

的估计结果。 （２）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３）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值及其显著性，表
中回归分别采用固定效应 ＦＥ 和随机效应 ＲＥ 估计。 （３）控制了对外开放，偶数列控制了投资率。 分界常数在 ２０１３ 年以后不显

著，分组常数全部显著。 （４）分界回归的省份数 ３０，２０１３ 年以前观测值 ５１０ 个，２０１３ 年后 ２１０ 个；分组回归中高收入组 ９ 个，观测

值 ２０７ 个；低收入组 ２１ 个，观测值 ４８３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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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了数据平衡，两个时间段都包含 ２０１３ 年（１９９７—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
按照 ２０１３ 年全国人均 ＧＤＰ（４３６８４. ３９ 元）划分的高收入组是北京、福建、广东、江苏、辽宁、内蒙古、上海、天津和浙江，低

收入组是安徽、甘肃、广西、贵州、海南、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西、宁夏、青海、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新疆、云南

和重庆。
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上取得一定进展，例如一级土地市场交易的明显变化（Ｃｈｅｎ ＆ Ｋｕｎｇ，２０１９）和国有

企业投资行为的分化（金宇超等，２０１６）。



（二）分组：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１３ 年前后的参数变化也可能来自人均 ＧＤＰ 的提高。 表 ４ 下部按照 ２０１３ 年全国人均 ＧＤＰ

重新分组，与分界相对照。 结果显示，不论采用财政生产性偏向还是利用外资，都显示出显著的正

激励效应。 对于财政偏向而言，正激励效应在两个收入组都存在，但高收入组参数值和显著性水平

更高，意味着财政激励偏向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发展因素。 用利用外资作为政府激励变量，低
收入组的扭曲激励效应更加明显，高收入组的外资激励已经明显弱化。 按东中西部重新分组，结果

也相似。①

七、 扭曲激励与增长：产出和 ＴＦＰ 增速

在正激励效应基础上分析扭曲、激励和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尝试验证强激励（模型中

的 ｄｋ∗ ／ ｄｚ ＞ ０ 和 μ′（ ｚ） ＞ μ′Ｚ（ｇｏｌｄ）是否存在。 强激励时足够强的正激励效应，可以让扭曲增加产出，
表现为扭曲 －激励 －增长效应。 我们用人均 ＧＤＰ 代表静态产出，用 ＴＦＰ 代表长期增长。

（一）扭曲、激励与产出：人均 ＧＤＰ
表 ５ 展示了市场扭曲、政府激励及其交互的影响。 与已有发现一样，中国政府激励有效，对产

出影响显著为正（１％水平），但扭曲对人均 ＧＤＰ 显著不利（１％水平）。 同时控制扭曲、激励和交互

项时，扭曲和激励本身影响方向没有变化，交乘项符号发生了翻转（１％水平）。 这意味着在增长政

治经济学框架下考虑扭曲对产出影响时，除了扭曲减少产出、激励增加产出之外，还要考虑扭曲激

励效应增加产出、扭曲激励交互增加产出的效果。 正激励效应抵消了要素扭曲对产出的部分不利

影响，使单独估计扭曲对产出的不利影响高估；但扭曲下降导致政府有效激励变弱，消除扭曲对经

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也会被高估。 交互作用也表明，中国事实是激励主导交互、矫正扭曲，而不是相

反。 这也是一种因果关系。
表 ５ 扭曲机制和激励机制交互：人均 ＧＤＰ

被解释变量：实际人均 ＧＤＰ 对数

估计方法 ＲＥ ＲＥ ＲＥ ＦＥ 估计方法 Ｒ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财政偏向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０６）
财政偏向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８）

要素扭曲

指数 ２
－ １. ３１６∗∗∗

（０. １０４）
－ １. ７８７∗∗∗

（０. ４３９）
资本扭曲

－ ０. ６１３∗∗∗

（０. ０１９）
－０. ５３５∗∗∗

（０. ０６７）

财政偏向 ×
要素扭曲指数 ２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４）
财政偏向 ×
资本扭曲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２. ２３ ２. １７ １. ４１ ２６. ３４∗∗∗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２. ２３ １１９. ９４∗∗∗ １１. ７４∗∗∗ ２３７. ４５∗∗∗

估计方法 ＦＥ ＲＥ ＲＥ ＦＥ 估计方法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利用外资
０. ６２２∗∗∗

（０. ０４９）
０. ５４６∗∗∗

（０. ０４２）
利用外资

０. ６２２∗∗∗

（０. ０４９）
０. ３９７∗∗∗

（０. ０７７）

要素扭曲

指数 ２
－ １. ３１６∗∗∗

（０. ３８４）
－ １. ５５９∗∗∗

（０. １９７）
资本扭曲

－ ０. ６１３∗∗∗

（０. ０２７）
－０. ３４５∗∗∗

（０.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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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也进行了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１—３ 期估计，结果与前面类似：部分参数放大，显著性变化不大。



续表 ５
被解释变量：实际人均 ＧＤＰ 对数

估计方法 ＲＥ ＲＥ ＲＥ ＦＥ 估计方法 Ｒ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利用外资 ×
要素扭曲指数 ２

－ ０. １５４∗∗

（０. ０５８２）
０. １８１∗∗∗

（０. ０３２５）
利用外资 ×
资本扭曲

－ ０. ０７４∗∗∗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１４９. ２８∗∗∗ ２. １７ ０. ０２ ２１４. ９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１４９. ２８∗∗∗ １１９. ９４∗∗∗ ７２. ７１∗∗∗ ４３. ９８∗∗∗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２）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值及其显著性，表中回归

分别采用固定效应 ＦＥ 和随机效应 ＲＥ 估计。 （３）省份 ３０ 个，观测值 ６９０ 个。 （４）常数全部显著。

用利用外资作激励变量（表 ５ 下）结果也成立。 单独来看，外资激励显著增加产出（１％水平），
要素扭曲指数 ２ 和资本扭曲显著减少产出（１％水平），利用外资与要素扭曲指数 ２ 的交互对产出

也有显著不利影响（１％水平）。 若同时引入三种机制，用资本扭曲衡量的扭曲激励交互对产出的

不利影响趋于消失。 这意味着，在用人均 ＧＤＰ 作为产出变量的静态模型中，正激励效应和扭曲激

励交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矫正扭曲对产出的不利影响，但难以完全对冲，从而没有证据表明扭曲增

加产出的强激励效应存在。
（二）扭曲、激励与技术进步：ＴＦＰ 增速

表 ６ 用 ＴＦＰ 增速重新回归。① 可以看到，要素扭曲指数 ２ 和资本扭曲对于 ＴＦＰ 增速都有单独

正向影响，要素扭曲指数 ２ 和资本扭曲每增加 １ 个单位，ＴＦＰ 增速分别增加 ７０％和 ５５％ ，符合张晓

晶等（２０１８）的发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扭曲会产生强激励效应从而增加产出，因为正激励效应此时

引发了反方向政府激励，减弱扭曲对出 ＴＦＰ 增速的促进作用（第 １ 列）。 同时引入激励、扭曲和交

互项时，反向政府激励对 ＴＦＰ 增速的不利影响不再显著，但政府激励与要素扭曲指数 ２ 和资本扭

曲的两个交互项对 ＴＦＰ 增速依然明显不利（１％ 水平）。 表格下半部分显示，以利用外资作激励变

量，激励变量对 ＴＦＰ 增速的不利作用依然显著（１％水平）。 这与单独估计扭曲效果形成鲜明对比，
但同时考虑扭曲、激励及其交互时显著性下降。 正激励效应及其交互结果，可以补充张晓晶等

（２０１８）发现的扭曲增长机制，也有助于弥补单独测算扭曲错配造成产出损失的不足。 扭曲增加产

出的强激励效应至多能在小范围内成立，总体不成立。
表 ６ 扭曲机制和激励机制交互：ＴＦＰ 增速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增速

估计方法 ＲＥ ＲＥ ＲＥ ＲＥ 估计方法 Ｒ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财政偏向
－ ４. ２２６∗∗∗

（１. ３９３）
－ ０. ６６４
（２. １６７）

财政偏向
－ ４. ２２６∗∗∗

（１. ３９３）
８. ９０６

（５. ４１５）

要素扭曲指数 ２
７０. ０４∗∗

（３３. ９４）
３７５. ５∗∗

（１７９. ２）
资本扭曲

５５. ５６∗∗∗

（１０. ０４）
１３２. ９∗∗∗

（４２. ０９）

财政偏向 ×
要素扭曲 ２

１. １９６
（１. １３７）

－ １０. ８４∗

（５. ７４０）
财政偏向 ×
资本扭曲

１. ０４１∗∗∗

（０. ３８６）
－ ２. ８７１∗∗

（１. ４３５）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１. ７０ ０. ０８ ０. ４１ １. ５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１. ７ １３. ７６∗∗∗ ３. ６８∗ １２. ８２∗∗∗

估计方法 ＦＥ ＲＥ ＲＥ ＲＥ 估计方法 ＦＥ ＦＥ ＦＥ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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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了固定折旧率假定外，ＴＦＰ 增速与张晓晶等（２０１８）相同。



续表 ６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增速

估计方法 ＲＥ ＲＥ ＲＥ ＲＥ 估计方法 Ｒ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利用外资
－ ２７. ０４∗∗

（１０. ６０）
－ ６. ３２２
（６. ２５１）

利用外资
－ ２７. ０４∗∗

（１０. ６０）
５８. ００∗∗

（２５. ６０）

要素扭曲指数 ２
７０. ０４∗∗

（３３. ９４）
１１２. ２

（８３. ９３）
资本扭曲

５５. ５６∗∗∗

（１０. ０４）
１２９. ６∗∗∗

（３５. ５３）

利用外资 ×
要素扭曲指数 ２

７. １２９
（６. ８２３）

－ １２. ００
（１６. ３８）

利用外资 ×
资本扭曲

１０. ３９∗∗∗

（２. ６６０）
－ １４. １１∗

（７. ２２５）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３.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０２ ３. ９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Ｃｈｉ（２）

３. ０６∗ １３. ７６∗∗∗ １４. ０６∗∗∗ １３. ０３∗∗∗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２）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值及其显著性，表中回归

分别采用固定效应 ＦＥ 和随机效应 ＲＥ 估计。 （３）省份 ３０ 个，观测值 ６９０ 个。 （４）常数全部显著。

八、 结论和展望

本文通过扭曲激励机制深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解。 尽管从“做对激励”到“做对价

格”的两阶段动态叙事引入，但模型本质上是静态的。 实证表明扭曲激励机制在两阶段都在起效，
但静态模型以中国传统增长机制为核心，更适合分析政府激励失效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扭曲激励

机制当前的不适应性非常明显，例如政府配置生产资源会造成不平等，对社会发展重视不够， 不能

适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新时代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不断增长的公共需

要（付敏杰等，２０１７）。 经济体制改革让政府激励机制具备了市场基础，但治理现代化要求其必须

符合现代政府要求。 最重要的是，必须改变长期以来以市场扭曲为代价的政府激励体制，在市场的

决定性作用中重塑政府激励。
中国增长制度的典型特征是政府干预深、激励效应强，在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的同时，也形成增

长激励。 本文结论有：
（１）从“做对激励”到“做对价格”的转变，是中国增长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文献强调的政

府激励和市场扭曲（资源错配）两条路线应该交叉，资源配置扭曲让中国经济获得了有效政府激励

效应，同时“做对激励”却是以要素配置扭曲为代价。 增长政治经济学中研究扭曲机制和激励机制

缺一不可，还要考虑扭曲和激励的交互。 把市场扭曲和政府激励结合起来，才是中国增长政治经济

学的完整分析框架。
（２）政府激励是中国增长体制的核心，现实对应着不发达市场条件下的政府能力。 通过扭曲

激励机制构建，本文验证了政府介入通过正向扭曲激励效应增加产出、覆盖部分扭曲效率损失的政

府有效激励特征，但其受到激励收益递减和扭曲成本快速升高所限制。 以要素扭曲为代价的政府

激励机制，是塑造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增长奇迹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以扭曲激励机制为核心的传

统体制是一个增长导向型制度体系，目标单一、激励有效、运行流畅，缺陷是扭曲要素价格后会导致

“一哄而上”产能过剩和忽视创新，阻碍了中国经济向创新型体制过渡。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上

升，正向扭曲激励效应有减弱的趋向。 扭曲激励机制是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内生于市场的政府矫正

机制：在扭曲对产出不利的静态情形中，正激励效应增加产出；在扭曲对 ＴＦＰ 增速有利的动态情形

中，正激励效应会抑制 ＴＦＰ 增速。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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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让市场获得更强的资源配置效率

的同时，必然面临政府激励效应弱化。 向市场决定性作用转换的逻辑有两个：第一是扭曲成本

的显性化。 随着要素市场定价机制确立，要素扭曲成本将以可测算的机会成本方式显示出来，
价格扭曲只能助涨套利行为。 第二是“五位一体”国家治理协同推进，带动中国经济向着创新

型、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新发展模式转变。 让中国从以出口导向工业化为特征的赶超型经济发

展机制，转向经济及多目标相容激励的资源配置机制。 当前要把要素市场改革和重建政府激励

结合起来，完全放弃政府激励并不可取。 政府激励在很多领域依然有效，因为经济不断会有新

的结构变革或转型。 例如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转型中，再次通过“做对激励”获得了竞争

优势和价格平稳。 “做对激励”在国际产业竞争中也有很大的作用空间，但激励会更多具有跨

期特征。
（４）从理论上看，经济增长模式可以选择，但构成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要件却难以像菜单一样

自由搭配。 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总量产出结果，建立在各种要素和制度投入及其互补性之上，很多引

进的制度内部逻辑不自洽，政策目标冲突、微观激励无效，甚至限制已有制度的有效运转。 类似国

家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 依靠制度和营商环境的发展路线，与依靠政府激励直接推动资本形成和

经济增长，目前是两种不同制度路径。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必须寻找不同于以往的现代

作用方式。 例如限制各自起作用的领域，或者引入日落条款，既能获取激励收益，也防止形成扭曲

制度锁定。 无论如何，必须以法制化来满足现代政府和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最后，对扭曲激励机制和扭曲 －激励 －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选择了初次分配领域的外资竞争

和再分配领域中的政府支出偏向。 这些指标并非没有争议。 在价格机制运行完善的无摩擦市场体

系中，任何非价格激励方式都会引起市场价格和数量的变化。 本文对扭曲激励机制的实证分析持

开放态度———我们更多地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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